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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 在信息化时

代,要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充分发挥数字信息产业的关键性作用。 本文基于 2001—2019 年地级市面板数

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国家信息消费试

点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 从供给侧来看,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产业发展效应和创新效应两方面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在需求侧方面,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优化信息需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异质性分析发

现,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不同地区、市场环境、城市规模、行政等级、经济发展阶段和服务

业发展阶段的城市中具有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合理制

定和推行信息产业相关政策,有利于促进产业数字信息化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和供给质量,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关键词: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　 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供给侧　 需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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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截至 2021 年,中国总量产出中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至 53. 4%,工业增加值比重则下降到 39. 3%,经
济结构呈现明显的服务化趋势。 结构主义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发展中

国家主导产业由传统农业向工业转型的过程中,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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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移,促进工业部门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落后经济体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从而快速摆脱贫困

陷阱[1] 。 而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中,主导产业由工业逐渐向服务业转型,生产要素向劳动生产率较

低的服务业转移使得经济迈入结构性减速发展阶段[2] 。 在中国经济进入服务业主导的结构性减速发展阶

段,传统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产业的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 与此同时,在经

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想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从注重规模到注重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并解决产能

过剩、资源过度消耗等结构性问题,也需要依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才能实现。 因此,如何在新发展阶段进一

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信息消费主要是指居民、企业或政府等信息消费主体直接或间接对信息产品或信息服务进行消费的一

种经济活动[3] 。 作为信息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新型消费模式,信息消费以智能终端为载体、以移动互联网为

渠道,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为前提,其代表的市场需求优势已被视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 目前,中国正处于居民消费升级和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加速融合

的新发展阶段,信息消费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与潜力。 加快信息消费结构转型,不仅有利于信息行业自身

的建设,还能通过信息产业发展所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行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充分发挥信息消费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是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的重要议

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中关于产业政策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统一[4-5] 。 为促进

中国信息消费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政府部门推出了两批次信息消费政策试点。 近年来颁布的旨在促进

信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并不多见,鲜有学者关注到信息消费政策所发挥的经济效应。 研究信息消费政策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对于理解信息产业政策及其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中国 2001—2019 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基于 2013 年和 2014 年在全国 104 个地区推行的国家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将进行试点的城市作为处理组,未进行试点的城市作为对照组,对该政策产生产业结构

优化效应的异质性和影响机制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影响机制上,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信息消费政策发挥经济效应的渠道进行分析。 现有

研究信息消费政策的文献偏向于从居民消费等需求层面入手以分析其影响机制。 然而,信息消费试点政策

带来的冲击会影响供需两方面,只有全面考察信息消费政策发挥经济效应的作用渠道,才能真正理解信息

消费政策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机制。 为此,本文依据中国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经验数

据,在分析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尝试将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影响渠道纳入一个

总体研究框架,系统阐述其内在的作用逻辑。 研究结果显示,该项政策的推行能够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两

方面的渠道共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这为现阶段政府部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提供了政策

依据。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对信息消费政策产生的消费结构升级效应进行了识别。 现有研究信息消费政策

经济后果的文献仅仅从消费规模的视角进行分析,相对缺乏对于信息消费结构的关注,本文分析信息消费

政策在产生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过程中对信息消费结构发挥的作用,丰富了信息消费政策相关文献的研究

视角。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对信息消费政策直接引致产业结构优化的逻辑链条进行了必要补充。 现有文献

没有就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异质性进行细致探讨,仅有研究发现城市区位会对政策效应产

生影响,这极有可能导致片面理解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的政策效应。 除城市区位因素以外,本文从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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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行政等级、经济发展阶段和服务业发展阶段等角度考量,全方位多维度地分析了信息消费试点的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期望为后续产业结构优化因素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政策背景和研究假设;第四部分

为本文的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进行进一步研究和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研

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现有探讨信息消费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集中于研

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政府为了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主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改善

国民经济各产业间和产业内各部门间结构比例关系的行为。 现有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

分为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两方面。 一方面,部分文献研究了非制度因素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比如国际投资[6] 、税负水平[7]和要素集聚[8] 等,上述非制度性因素主要通过产业替代效应、产业关联效

应、产业渗透效应、产业竞争和示范效应等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近年来政策评估方法的

流行使得大量文献集中探讨了制度因素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比如法律制度[9] 、产业政策、城市发展政

策[10] 、金融政策[11]和环境政策[12-13]等。 制度性因素则主要通过就业促进效应、市场能动性效应、人力资本

效应以及城市化效应等渠道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少量文献虽然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中信息

消费政策发挥的作用,如何凌云和张元梦(2022)发现信息消费试点通过提升信息化规模和消费规模推动了

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4] ,但并没有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渠道和异质性进行详细分

析,也并未清楚地识别信息产业政策在信息消费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使得信息消费政策产生结

构优化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类文献对信息经济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 信息经济是指现代社会中依赖于信

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特征的新型经济,由于信息的传播依赖于数字信号而非传统的模拟信号,信息经

济又被称为数字经济[15] 。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16] 、收入分配[17] 、产业组织[18] 、金
融科技[19] 和制造业升级[20] 等因素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政府能够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现有

信息产业政策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如赵涛等( 2020) [ 21] 、
马青山等( 2021) [ 22] 和罗等人( Luo

 

et
 

al.,2021) [ 23]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别探讨了“智慧城市” 和“ 宽带

中国”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中国经济进入服务业主导的新发展阶

段,信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迅速提升,信息消费在宏观需求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 但迄今为

止,对信息产业政策尤其是信息消费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定量评估的文献仍然较为欠缺,这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上述两类文献为研究信息消费政策奠定了丰富的研究基础,但也留下一些研究空白。 首先,缺乏对信

息消费政策的关注。 现有信息产业政策评估相关文献较为关注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发挥的经济效应,相比之下对信息消费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仅有何凌云和张元梦(2022) [14] 对信息消费政

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了研究。 其次,缺乏对信息消费政策产生经济效应渠道机制的检验。 现有研究

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信息消费所发挥作用的文献中对渠道机制的探讨不足,具体体现在机制分析普遍停留

在对创新渠道和消费规模等单一渠道的分析,尚未有文献对信息消费结构升级渠道进行检验,也未有文献

对信息消费政策的多重影响机制进行全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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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全球已经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数字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大规模的普及和应用,信息产业对

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日益突出[24] 。 为促进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推动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在国务院发布《国

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2 号)后,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即在 2013 和 2014
年分两个批次开展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申报。 2013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在《首批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名单公示》文件中公布了首批试点的 68 个地区清单,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化推进司在 2014 年 12 月的《第二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名单公示》文件中公布了第二批 36 个

试点地区名单。 上述两批次的试点名单公布后,经过一段时间试点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

务业司于 2015 年 12 月公布的《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名单公示》文件中又在两批次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中

评选出 25 个信息产业发展质量较高的地区,作为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根据政府相关文件,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建设目标和任务。 第一是在公共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推动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提升信息服务化水平,具体措施包括加快电信和广电

业务的双向进入,发布“宽带中国”战略,完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提升网络质量,推动 3G 网络覆盖。 第二是

丰富信息市场的供求,供给方面主要通过提升电子基础产业的技术水平,鼓励软件业的开发应用,促进终端

产品的创新,丰富信息消费内容产品等措施实现;需求方面通过完善物流基础设施,拓展电子商务和新兴信

息服务业发展空间,培育信息消费市场等措施实现。 第三则是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政策层面上,完
善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政策性支持,具体措施包括制度建设方面加强完善法律法规、信息产业标准体系和信

息消费市场,财税金融方面加大财税和融资支持、改善信息产业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市场环境方面增强信

息安全保障能力、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包括一系列旨在推动信息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这能通过推动信息市场发

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信息产品和要素市场有助于促进信息产品和信息要素的交易,活跃的信息市场能够提

升以消费者和生产者为代表的市场参与者的经济福利,并通过消费信息化和生产信息化两方面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25] 。 对消费者来说,信息消费市场的建立和信息产品的标准化降低了消费者在搜寻信息产品时的交易成

本,加大了需求方搜寻到合意信息产品的概率,在提升消费者剩余的同时也刺激了信息消费,这表明信息消费政策

能够从需求侧层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26-28] 。 对于生产者而言,活跃的信息要素市场使得企业能够更容易从市场中

获得信息生产要素形成数字资产。 信息生产要素能够改变生产过程中间品投入的种类和数量,并且通过参与到企

业产品生产的流程中,达到优化生产的目的,而要素禀赋迥异的生产者也会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要素

投入和生产结构。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提升信息生产要素投入而降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升

企业各项生产要素协调性来推动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9-31] 。 综上所述,信息市场的

存在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以及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供

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促进作用[32-33] 。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假设 1:国家信息消费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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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分别通过消费信息化和生产信息化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
一方面,国家信息消费政策可能在需求侧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消费结构

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准[34] ,信息消费政策能够通过提高新兴信息消费和降低传统信息消费的方式

达到消费结构升级的目标。 信息市场的建立不仅降低了消费者获取信息产品的交易成本,也能够提高产品

市场上信息商品的多样性。 信息产品多样化能够增强消费者的学习效应,消费者的学习行为能够不断提高

消费者的福利状况,让消费者改变传统的习惯形成,从而使消费者重新调整信息消费规模及结构以达到效

用最大化目标[35-37] 。 在信息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现代社会,消费者不再仅仅消费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产

品,这使得消费者在信息社会中通过不断降低传统信息消费需求、提高新兴信息消费需求的方式推动着消

费结构升级。 如,随着固定电话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现实问题日益凸显,以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等依托智

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日益完善,消费模式实现以固定电话等为代表的传统信息需求向新兴信息需求

的转型。 从中国信息消费现状来看,信息消费政策促进了 5G、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

应用,同时加速了 4G、固定宽带网络和智能手机等传统信息产品的普及,这也提高了数字电视和固定电话等

落后信息产品的更新换代频率。 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得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
消费需求的更新换代通过引导企业调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根据上述需求侧视角的分析,
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2:

假设 2:国家信息消费政策通过影响信息需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另一方面,国家信息消费政策可能通过供给侧的生产信息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具体而言,生产信息

化可能存在产业发展和创新两方面的效应。 首先,信息消费政策可能具有产业发展效应,这具体体现在

劳动配置、资本配置和数字信息产业发展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消费政策可能对劳动配置产生影响。 在

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以劳动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会从生产率较高的工

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部门[38] 。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GB / T
 

4754-2017) ,以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归属于服务业,这意味着信息产业也会受到鲍莫尔成本病的影

响。 信息消费政策能够加快信息产业发展,这使得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信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以劳

动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高的制造部门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部门转移。 第二,信息消费政策可能

对资本配置产生影响。 基础设施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消费政策推动了信息基础设施

的更新改造和升级;但是,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相比,鲍莫尔成本病使得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

在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更依赖于劳动要素,这使得信息消费政策可能对资本积累产生负向影响。 第

三,信息消费政策可能对数字信息产业发展产生影响。 除促进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之外,信
息消费政策还通过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完善信息市场的方式促进信息产品的生产及交易。 活跃的交易

市场不仅能够促使市场内企业积极生产信息产品,还能通过刺激新的数字经济企业成立促进信息产品生

产,进而推动数字信息产业发展。
其次,信息消费政策具有创新效应。 服务信息化过程提高了中间品的种类和数量,这不仅能够提升产

业的生产效率,也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在信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信息产品又能以中间品的形式投入其

他行业的生产过程中。 以农业生产为例,费尔南多(Fernando,2021)发现以移动电话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并未

挤出农户间信息交流产生的同伴效应,反而能够提高同伴互动的回报,进而通过加速农业创新技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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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产效率[39] 。 生产过程中信息摩擦带来的以搜寻成本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形成了套利空间,随着以移动

电话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搜寻固定成本的降低使得生产者在产品市场上的搜寻成本降低,影响

到企业在地区间的贸易行为[40] ,这种贸易行为的改变则会通过刺激创新需求的方式影响创新产出。 此外,
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投入品在地区间以及行业间的配置,从而促进创新。 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信

息化能够提高资本品和劳动的分工水平,这使得生产过程的迂回程度提高,加速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生产

性服务业的分工深化过程,以新发明和新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在分工深化的过程中不断涌现[41-42] 。 除了通过

提升服务信息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以外,信息技术还能通过工业信息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信息技术

的应用在传统制造业内部能够通过推动工业信息化,促进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水平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的

高技术水平制造业转型,这也能够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43-45] 。 根据上述供给侧视角的分

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3:
假设 3:国家信息消费政策通过产业发展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2001—2019 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剔除缺失的观测值后得到 211 个地级市共

2
 

623 个观测值。 除本文特别注明来源的数据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城市年度库,数据处理

和回归分析均采用 Stata
 

16. 0
 

SE 软件。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基准回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效应:
biasit =β0 +β1reformit +βncontrolit +μi +τt + 􀆠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bias 表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度量;核心解释变量 reform 反

映了各地区受试点政策的冲击情况。 控制变量用 control 表示, μi 为城市固定效应, τ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则表示模型的残差项。

　 　 (三)变量选择

1. 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产业间的聚合质量,既反映产业间比率关系的协调程度,也反映生产要素投入

结构与产出结构间的耦合程度。 参考干春晖等( 2011) [ 46] 的研究,采用结构偏离度衡量各城市的产业

结构合理化的程度。 结构偏离度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bias it = ∑
n

i = 1

Y i / Y
L i / L

- 1 , 其中 bias 表示结构偏离

度,Y 表示产出,L 表示就业,i 表示各产业,n 表示产业部门总数; Yi / Y 表示各部门的产出结构, Li / L 表示各

部门的就业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结构偏离度指标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逆指标。 结构偏离度越大,表明产

业结构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结构偏离度越小,表明产业结构越趋向均衡状态,产业结构则

越合理。
2. 政策变量

与传统的单期双重差分模型不同,由于国家信息消费政策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底实行,本文采用多

期双重差分模型,分别将 2014 年和 2015 年作为两批试点地区受政策冲击的时间点。 解释变量 reform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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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在处理时间点后是否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地区,如果一个城市在政策处理时间点后实施了试点政

策,则 reform 为 1,否则 reform 为 0。 具体来说,对于首批政策实施的地区,其 2014 年及以后的 reform 赋值为

1;对于第二批实施政策的地区,将其 2015 年及以后的 reform 赋值为 1。 本文主要关注政策变量 reform 的估

计系数 β1, 其反映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给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处理效应。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控制了可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其他常见经济因素。 参考韩永辉等(2017) [5] 的研

究,控制了政府支出水平(gov)和居民消费水平( consume) ,政府支出水平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度量,居民消费水平采用人均居民消费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 参考焦勇

(2015) [8] 的研究,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 gdp) ,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度量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余泳泽

等(2020) [12] 的研究,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 ,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度量。
参考安苑和王珺(2012) [47] 的研究,控制了金融发展水平( loan) ,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 分别报告了本文涉及所有变量的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中位数、25 分位数和 75
分位数。 从描述性统计表报告的结果中可以看到,结构偏离度(bias)的最小值为 0. 11,最大值为 891. 34,
平均值为 34. 48。 政策变量( reform) 的平均值为 0. 11,说明经过处理之后的处理组样本量占总样本量

的 11%。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25 分位数 75 分位数

bias 2
 

623 　 34. 48 　 67. 79 　 891. 34 　 0. 11 　 11. 92 　 3. 48 　 35. 88

reform 2
 

623 0. 11 0. 32 1. 00 0. 00 0. 00 0. 00 0. 00

gdp 2
 

623 53
 

803. 47 39
 

557. 46 467
 

749. 00 2
 

544. 00 43
 

217. 00 24
 

486. 00 73
 

693. 00

consume 2
 

623 0. 44 0. 16 1. 48 0. 01 0. 41 0. 33 0. 52

gov 2
 

623 0. 15 0. 09 2. 70 0. 02 0. 13 0. 10 0. 19

fdi 2
 

623 0. 03 0. 03 0. 21 0. 00 0. 02 0. 01 0. 04

loan 2
 

623 1. 23 0. 64 7. 27 0. 04 1. 11 0. 78 1. 51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国家信息消费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结果。 其中,从表 2 中可以看到,政策变量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分别为-20. 625 和-19. 155,t 值分别为-4. 38 和-4. 08,均在 1%的水平上统

计显著。 由于结构偏离度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逆指标,结构偏离度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信
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结果说明政策试点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 基准回归模型的估

计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说明信息消费政策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64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7,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7 期)

表 2　 基准回归模型

变量 (1) (2)

reform -20. 625∗∗∗ -19. 155∗∗∗

( -4. 38) ( -4. 08)

常数项 -33. 251∗∗∗ -39. 713∗∗∗

( -3. 30) ( -3. 28)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623 2
 

623

R2 0. 462 0. 469

R2 0. 410 0. 417

　 　 注: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前后信息消费政策试点

( reform)对产业结构合理化(bias)的影响。∗∗∗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为经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修正后的 t 值;后
表同。

　 　 六、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一)进一步分析

1.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的分析发现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促

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

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潜在影响

机制进行分析,参考郭然和原毅军(2022) [48] 的

方法,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进行影响机

制分析。
需求侧方面分别检验了新兴信息消费和传

统信息消费两方面。 刘雪艳等( 2016) 对新兴

信息消费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认为新兴信

息消费是指以智能终端为载体,移动互联网为

渠道,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为主要

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与之相对应,采用传统信息技术进行的消费活动是传统信息消费[49] 。 本文参考其

对新型信息消费和传统信息消费的界定,将互联网发展、邮电业务量和移动电话量这三种普遍应用新兴

信息技术的信息消费作为度量新兴信息消费的指标,将基本不会受到新兴信息技术影响的固定电话数量

作为度量传统信息消费的指标,互联网发展、邮电业务数、移动电话数和固定电话数四项信息消费需求相

关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数据库。 互联网发展参考鞠雪楠等(2020) [50] 的研究,采用地区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数度量,用 network 表示;邮电业务量参考戚聿东等(2020) [51] 的研究,采用地区邮电业务总量

度量,用 telecom 表示;移动电话量参考许为民等(1999) [52] 的研究,采用地区移动电话数量度量,用 mobile
表示;固定电话量参考钱海章等(2020) [53] 的研究,采用地区固定电话数量度量,用 fix 表示。

表 3 报告了政策试点对宽带用户数( network) 、邮电业务数( telecom) 、移动电话数(mobile) 和固定电

话数( fix)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信息消费政策对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量、邮电业务总量和移动电话

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 046、0. 826 和 0. 179,t 值分别为 9. 45、5. 10 和 9. 12,均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信息消费政策对固定电话数的估计系数为-0. 021,t 值为-6. 67,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需求侧的估

计结果说明国家信息消费政策提升了试点城市以宽带和移动网络为代表的新兴邮电业务需求,与此同时

也加速了以固定电话为代表的传统通信需求的淘汰。 结合已有研究与需求侧的回归结果发现,以互联网

发展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应用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54-55] ,说明国家信息消费政策能够促进新

兴信息消费和淘汰传统信息消费,通过优化信息消费需求结构的方式产生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以上验证

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2。

表 3　 需求侧机制分析

变量 network telecom mobile fix

reform 0. 046∗∗∗ 0. 826∗∗∗ 0. 179∗∗∗ -0. 021∗∗∗

(9. 45) (5. 10) (9. 12) ( -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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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network telecom mobile fix

常数项 -0. 070∗∗∗ 0. 007 -0. 321∗∗∗ -0. 057∗∗∗

( -3. 87) (0. 05) ( -5. 51) ( -3. 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595 2
 

436 2
 

614 2
 

587

R2 0. 880　 　 0. 716　 　 0. 907　 　 0. 963　 　

R2 0. 868 0. 687 0. 898 0. 959

供给侧分别检验了国家信息消费政策的创新效应和产业发展效应。 具体来说,对专利申请量、专利授

权量、劳动力配置、投资规模和数字产业发展这五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分析,其中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数

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的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 创新产出参考吴敏等(2021) [56] 的研究,
分别采用地区专利申请量和地区专利授权量度量,专利申请量用 Inva 表示,专利授权量用 Invg 表示;信息产

业劳动投入参考周军(1995) [57] 的研究,采用信息产业就业比重度量,用 inforlabor 表示;投资规模参考刘晓

光等(2018) [58]的研究,采用投资率指标即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用 invest 表示;数字产

业发展参考赵涛等(2020) [21]的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地级市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构建,用
digital 表示。 表 4 报告了政策试点对专利申请数( Inva)、专利授权数( Invg)、信息产业就业( inforlabor)、投
资规模( invest)和数字产业发展(digital)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信息消费政策对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 613 和 0. 196,t 值分别为 9. 29 和 7. 82,均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政策试点对信息

就业占比的估计系数为 0. 001,t 值为 4. 20,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政策试点对投资规模的估计系数为

-0. 040,t 值为-1. 90,在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政策试点对数字产业发展的估计系数为 0. 465, t 值为

3. 91,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供给侧的估计结果说明国家信息消费政策提升了城市创新产出;而从产业

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消费政策提升了信息产业就业水平以及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但并没有促进资本形成。
这表明信息产业仍然受到鲍莫尔效应的影响,导致劳动要素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更容易被配置到相关产

业。 供给侧机制的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科技创新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这一研究结论相结合[59] ,说明了国家

信息消费政策在供给侧方面,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配置、科技创新和数字产业发展而非物质资本积累发挥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这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3。
综合上述影响机制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国家信息消费政策在需求侧方面通过促进互联网发展、邮电业

务和移动电话等新兴信息技术,抑制以固定电话为代表的传统信息技术使用;在供给侧方面通过创新产出、
劳动配置和数字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这说明信息消费政策并不像传统文献中所认为的仅仅从创

新等供给侧渠道发挥作用,也会通过对信息产业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发挥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表 4　 供给侧机制分析

变量 Inva Invg inforlabor invest digital

reform 0. 613∗∗∗ 0. 196∗∗∗ 0. 001∗∗∗ -0. 040∗ 0. 465∗∗∗

(9. 29) (7. 82) (4. 20) ( -1. 90) (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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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Inva Invg inforlabor invest digital

常数项 0. 036 0. 019 -0. 001∗∗ 0. 484∗∗∗ -0. 093

(0. 67) (0. 88) ( -2. 48) (5. 44) ( -0. 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623 2
 

623 2
 

566 2
 

176 1
 

391

R2 0. 713 0. 668 0. 842 0. 638 0. 941

R2 0. 685 0. 636 0. 827 0. 596 0. 930

2. 异质性分析

郑英隆和袁健(2016)认为信息消费存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两方面的异质性,这说明信息消费政策的

政策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60] 。 本文进一步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

质性进行分析,分别检验了区域异质性、市场环境异质性、城市规模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经济发展阶段

异质性和服务业发展阶段异质性。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对地区进行分类,按照地级市所属省份将样本分

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 5 报告了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政

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合

理化的估计系数分别为-39. 755、-18. 021 和-23. 983,t 值分别为-4. 37、-3. 27 和-1. 83,分别在 1%、1%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东北部地区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为 19. 918,t 值为 1. 56,在
10%的水平上统计不显著。 从分地区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估计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信息消费试点

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西部地区,再次是中部地区,对东北部地区产业结构

合理化并没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东、中、西部地区。 政

策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可能的原因在于东北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成熟,其资源禀赋以及战略地位导致信息

化对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成效在短时间内难以凸显,这使得通过信息产业政策进一步提高该地区信息化程

度的边际效应有限,所以政策试点并不能对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著影响。 由于东部地区发展较

早,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信息产品在该地区的使用较为广泛,且市场规模以及产业集聚程度较高,人口和

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使信息消费政策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最强。 而西部地区长期以

来发展相对落后,信息产业发展以及消费潜力没有被完全开发,这使得信息消费政策也能够产生较强的产

业结构优化效应。 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由于既不存在东部地区的规模效应,其信息产业发展空间相比西部

地区也较为有限,这使得中部地区的政策效果相对较弱。

表 5　 区域异质性及市场环境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北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市场化水平 低市场化水平

reform 19. 918 -39. 755∗∗∗ -18. 021∗∗∗ -23. 983∗ -33. 721∗∗∗ -5. 379

(1. 56) ( -4. 37) ( -3. 27) ( -1. 83) ( -4. 24) ( -1. 02)

常数项 -6. 051 -56. 508∗∗∗ 3. 170 5. 842 -55. 218∗∗∗ -11. 815∗∗

( -0. 99) ( -3. 28) (0. 21) (0. 62) ( -3. 07) ( -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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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东北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市场化水平 低市场化水平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06 1
 

023 1
 

008 186 1
 

299 1
 

324

R2 0. 511 0. 490 0. 471 0. 455 0. 492 0. 524

R2 0. 434 0. 435 0. 413 0. 285 0. 406 0. 455

本文进一步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市场环境异质性进行分析。 参考王贤彬等(2021) [61] 的

研究,将样本按照地区市场化程度进行分组,市场化程度高于中位数水平的划分为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市场化

程度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划分为低市场化水平地区。 从表 5 可以看到,信息消费政策对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产业

结构优化的估计系数为-33. 721,t 值为-4. 24,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信息消费政策对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的估计系数为-5. 379,t 值为-1. 02,在 10%的水平上统计不显著。 分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结果说明信

息消费政策在市场环境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而在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不具有产业

结构优化效应。 政策效果存在市场环境异质性可能的原因是在制度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经济政策颁布后

企业和家庭等微观主体能够对自身的经济行为进行及时调整,即其对政府所推行的产业政策敏感性较高,
使得生产和消费过程受到信息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而对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区,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的存在,各类市场主体对于产业政策的反应相对迟钝,使得信息消费政策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产业结

构优化效应不明显。
本文进一步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城市规模异质性进行分析。 参考国务院公布的《国务

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对城市规模划分的标准,按照地级市人口规模将

样本城市分为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型城市,其中大型城市是指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小型城市是指人

口小于 50 万的城市,中型城市是指人口介于 50 万到 100 万之间的城市。 表 6 报告了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和

小型城市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从表 6 的结果中可以看到,信息消费政策对大型城市和小型

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分别为-24. 847 和-26. 690,t 值分别为-3. 83 和-2. 49,分别在 1%和 5%的

水平上统计显著。 信息消费政策对中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为 1. 340,t 值为 0. 15,在 10%的水

平上统计不显著。 分城市规模回归结果表明,信息消费政策对小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幅度最大,
其次是大型城市,在中型城市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这说明政策试点对产业结

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 政策效果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可能的原因在于,小
型城市的信息化程度不高,信息产业和消费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使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最强;而大型

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够产生规模效应,人口规模带来的生产要素集聚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和转型,这使其也

能产生较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而中型城市既没有较高的信息化潜力也没有较强的规模效应,这使得信

息消费政策在中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并不明显。
本文对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城市等级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 6。 参考袁航和

朱承亮(2018) [10]对城市等级的分类方法,将样本城市按照行政等级划分为高行政等级城市和低行政等级

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较大城市,其他城市则划分为低行政等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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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报告了高行政等级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回归结果,政策试点对高行政等级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8. 586 和-19. 176,t 值分别为 1. 86 和-3. 19,分别在 10%和 1%的水平上

统计显著。 分城市等级的回归结果说明信息消费政策促进了低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并不能

促进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政策效果存在城市等级异质性可能的原因在于低行政等级城市

通常是欠发达城市,欠发达城市的信息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较低,这使得信息消费政策在落

后地区的政策效应较强。 相对于低行政等级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通常信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信息产业

发展水平较高,这使得信息消费政策推行的政策效应在高行政等级城市并不能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显著促

进作用。

表 6　 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异质性分析

变量 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 小型城市 高行政等级城市 低行政等级城市

reform -24. 847∗∗∗ 1. 340 -26. 690∗∗ 8. 586∗ -19. 176∗∗∗

( -3. 83) (0. 15) ( -2. 49) (1. 86) ( -3. 19)

常数项 -27. 883 -25. 121∗∗ -55. 293∗∗∗ -58. 126∗∗∗ -34. 277∗∗∗

( -1. 08) ( -2. 29) ( -2. 74) ( -4. 37) ( -2. 9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542 826 255 549 2
 

074

R2 0. 598　 　 0. 618　 　 0. 557　 　 0. 572　 　 0. 462　 　

R2 0. 543 0. 555 0. 408 0. 516 0. 406

本文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 7。 参考孙晓

华等(2022) [62] 的研究,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大于其中位数的样本划分成高经济发展水平组,将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小于其中位数的样本划分成低经济发展水平组。 信息消费政策对处于低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产

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为-30. 909,t 值为-3. 16,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信息消费政策对处于高经

济发展阶段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为-2. 318,t 值为-0. 42,在 10%的水平上统计不显著。 分经

济发展阶段回归结果说明,信息消费政策在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而在高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并不具有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政策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原因在于,中国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使得信息消费政策能够产生较

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空间有限,这使得信息消费政策的政策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表现并不及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显著。

表 7　 经济发展阶段与服务业发展阶段异质性分析

变量 高经济发展水平 低经济发展水平 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低服务业发展水平

reform -2. 318 -30. 909∗∗∗ -18. 196∗∗∗ -31. 800∗∗∗

( -0. 42) ( -3. 16) ( -2. 98) ( -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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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高经济发展水平 低经济发展水平 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低服务业发展水平

常数项 18. 734∗ -29. 310∗∗ -88. 083∗∗∗ -13. 489

(1. 76) ( -2. 34) ( -4. 11) ( -1. 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311 1
 

312 1
 

311 1
 

312

R2 0. 630　 　 0. 535　 　 0. 617　 　 0. 553　 　

R2 0. 562 0. 454 0. 543 0. 481

本文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服务业发展阶段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 7。 参考邓慧

慧等(2020) [63]的研究,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高于其中位数的样本划分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组,将第三产业

产值比重低于其中位数的样本划分成低服务业发展水平组。 从表 7 可以看到,信息消费政策对高服务业发

展水平和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分别为-18. 196 和-31. 800,t 值分别为-2. 98 和-3. 77,均在 1%的

水平上统计显著。 分服务业发展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信息消费政策在低服务业发展水平和高服务业发展水

平的样本中均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政策试点在处于低服务业发展水平阶段的样本中具有较强的产业

结构优化效应。 政策效果存在服务业发展水平异质性的原因在于信息产业属于服务业的范畴,以信息消费

政策为代表的作用于服务业的产业政策在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相对较

弱;而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不足的地区,信息消费政策这一信息产业政策能够促进服务业发展,这使其在服

务业发展水平不足的地区能够产生较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综合上述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

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强,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则是中部地区,在东北地区则并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市

场环境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具有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

则不存在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在小

型城市较强,其次是大型城市,在中型城市则并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城市等级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

费政策在低行政等级城市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在高行政等级城市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并不明

显。 经济发展阶段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在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而
在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服务业发展阶段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的产

业结构优化效应在低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的政策效应较强,在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的政策效应较弱。
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说明,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像传统文献中所发现的仅仅存在区域

异质性,其政策效应也会因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城市规模、城市等级、经济发展阶段和服务业发展阶段

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本文采用替换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替换。 考虑到产业结

构合理化有多种测度方法,被解释变量度量指标的差异可能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产生影响,本文首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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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参考韩永辉等( 2017) [5] 构建的改进结构偏离度指标,与传

统的结构偏离度不同,该指标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指标,用 ration 表示。 表 8 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

后的回归结果,产业结构合理化( ration)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前后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2. 206 和 1. 970,t 值分别为 6. 08 和 5. 57,均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替换被解释变

量后的估计结果说明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国家信息消费政策促进了

产业结构优化。
其次,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实施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

策以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15 年底又评选出了 25 个信息消费示范城市,本文采用上述信息示范城市

作为新的政策冲击,通过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8 还报告了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对

产业结构优化的估计结果,其中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用 demonstrate 表示。 从表 8 的结果中可以看到,
加入控制变量前后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估计系数分别为-42. 906 和-38. 915,t 值分别

为-8. 61 和-7. 42,均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替换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说明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政

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支持了本文基准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

表 8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

变量 ration ration bias bias

reform 2. 206∗∗∗ 1. 970∗∗∗

(6. 08) (5. 57)

demonstrate -42. 906∗∗∗ -38. 915∗∗∗

( -8. 61) ( -7. 42)

常数项 0. 331 1. 490∗ -29. 372∗∗∗ -37. 287∗∗∗

(0. 71) (1. 79) ( -3. 19) ( -3. 2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623 2
 

623 2
 

623 2
 

623

R2 0. 489　 　 0. 502　 　 0. 458　 　 0. 466　 　

R2 0. 441 0. 453 0. 406 0. 414

2. 极端值处理

考虑到极端值因素可能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本文涉及的连续型变量在 1%和 99%的水平上采用

缩尾处理后进行回归。 表 9 报告了对极端值进行处理后信息消费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结果。 从列

(1)中可以看到,加入控制变量前政策试点对结构偏离度的估计系数为-13. 390,t 值为-3. 49,在 1%的水平

上统计显著。 加入控制变量后政策试点对结构偏离度的估计系数为-11. 229,t 值为-2. 92,在 1%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 考虑极端值因素后的估计结果仍然能说明信息消费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且与表 2 基准回归结果相比,估计系数的幅度均有所降低。 这说明极端值因素使得基准回归结果中信息消费

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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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极端值处理

变量
bias

(1) (2)
reform -13. 390∗∗∗ -11. 229∗∗∗

( -3. 49) ( -2. 92)

常数项 -31. 954∗∗∗ -42. 118∗∗∗

( -3. 41) ( -3. 4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623 2
 

623

R2 0. 532 0. 541

R2 0. 487 0. 496

　 　 注: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 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

表 10　 稳健性检验:PSM-DID

变量
bias

(1) (2)
reform -14. 948∗∗∗ -11. 639∗∗

( -3. 00) ( -2. 43)
常数项 -70. 701∗∗∗ -80. 624∗∗∗

( -5. 21) ( -4. 7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892 1
 

892

R2 0. 569 0. 578

R2 0. 513 0. 521

　 　 注: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 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

　 　 3. PSM-DID 检验

为了减少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存在的系统

性偏差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替换样本的方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10 报告了回归结果。 加

入控制变量前政策试点对结构偏离度的估计系

数为-14. 948,t 值为-3. 00,在 1%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估计系数为-11. 639,t 值为-2. 43,在 5%的

水平上统计显著。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政策试点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基

准回归模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
4. 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

组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本文参考刘和丘(Liu
 

&
 

Qiu,2016) [64]的方法,通过引入处理组与各年

份的交互项,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处理组和对照

组在受处理前后的组间差异水平。 图 1 为本文

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反映了产业

结构合理化指标在处理时点前后 5 期的政策动

态效应。 从图 1 中可以看到,处理组和对照组

结构偏离度在政策实施之前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在政策实施之后,结构偏离度产生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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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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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在处理组和对照组间产生了具有显著差异性的作用。 平行趋势检验

的结果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可以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推行视为一项自然实验,
研究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本文参考阿巴迪和加德亚萨瓦尔(Abadie
 

&
 

Gardeazabal,2003) [65] 的做法,通过构建虚拟的处理组对政

策效果重新进行估计,如果虚构处理组的处理效应仍然显著,说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可能出现了偏误,基准回

��� ��� ��� �� �� ���
�@2�

�@2�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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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归中估计出来的处理效应可能

是其他政策或随机因素带来

的。 具体来说, 从总样本 211
个城市中随机选取 102 个城市

的观测值作为虚拟处理组,其
余城市为虚拟对照组,重复 500
次后观察虚构处理组的处理效

应是否显著;由于虚拟处理组是

随机生成的,其带来的虚拟处理

效应应该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

生显著影响。 图 2 展示了 500
次随机冲击给产业结构合理化

带来的处理效应估计系数的核

密度以及其相对应 P 值的分

布。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虚拟处理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接近于 0,且两者绝大多数的 P 值均大于

0. 1;结合基准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实际估计系数-19. 155,可以发现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完

全独立于安慰剂检验所模拟出来的系数分布。 这意味着估计结果并没有因未观测到的随机因素产生严重

偏误问题,说明未观测到的因素不会对本文估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安慰剂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研究结

论的稳健性。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宏观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的新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促进产业结

构合理化能够优化供给结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提升,进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服务经济

的数字化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和增长点,信息产业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投资则是经济数字化的基础,
优化信息市场环境,提升信息市场规模和消费,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信息化,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在新

发展阶段,对信息产业相关政策的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 2001—2019 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

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 第二,本文从供

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进行了机制分析,从供给侧方面来看,信息消费政策通过创新产出、劳动配置和数字产业

发展三种渠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从需求侧方面来看,信息消费政策通过促进新兴信息消费和淘汰传统信息消

费这一优化信息产业需求结构的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第三,本文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的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低人口规模、低行政等级、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低服务业发展水平

城市的政策效应更强。 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和极端值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上
述结论仍然保持稳健,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基准回归模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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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启示在于:首先,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消费政策的消费结构升级效应。 在经济迈入结构性减速的

新发展阶段,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传统工业社会充斥大量简单复制品的基本物质需要,对高品质生活和精神

需求的追求使得消费结构升级刻不容缓。 信息消费政策在需求侧方面推动了传统信息消费的更新换代,这
不仅能够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从需求侧产生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也能通过以传统产业产品升级为代

表的途径产生新需求,进一步促进创新供给的形成,助力产业结构优化。 其次,需要发挥信息消费政策的产

业发展效应。 信息消费政策在供给侧方面提高了科技创新和信息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新技术和劳动力的配

置能够进一步提高信息产业的生产效率,通过信息产业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此外,信息消费政

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异质性,这表明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推行信息消费政策,尤
其是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城市规模较小和行政层级较低等城市进一步实施政策试点,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从产业层面优化供给结构,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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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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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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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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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ma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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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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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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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a
 

new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us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y
 

promotes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From
 

the
 

supply
 

side,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y
 

promote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effects.
 

From
 

the
 

demand
 

side,
 

this
 

promotion
 

effect
 

is
 

achieved
 

b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deman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y
 

is
 

stronger
 

in
 

c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ose
 

with
 

a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small
 

population,
 

low
 

administrative
 

level,
 

limi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ed
 

service
 

industri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policy
 

and
 

concentrates
 

on
 

the
 

role
 

of
 

policy
 

in
 

shaping
 

the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Second,
 

it
 

identifies
 

potential
 

channels
 

fo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y
 

from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Furthermore,
 

it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hannels,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Third,
 

it
 

extends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y.
 

On
 

this
 

basis,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ffering
 

insights
 

and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First,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from
 

the
 

demand
 

side.
 

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but
 

also
 

generates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demand
 

side.
 

Second,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y
 

enhanc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ptimizes
 

labor
 

allo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from
 

the
 

supply
 

side.
 

The
 

allo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labor
 

can
 

enhanc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further
 

advanc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rough
 

its
 

development.
 

Third,
 

th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olic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targeted
 

and
 

tailore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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